
儒释道文化中的关帝信仰
□濮文起

明末清初，关帝崇拜席卷神州大
地，并随着清末民初华人不断移居海
外，流播世界各地。

在海内外华人信众的心目中，关
帝扮演着多重角色，如战神、财神、
科举神、治水神、司法神、送子神、移民
神等。关帝崇拜之所以经久不衰，其
信仰核心和精神实质可概括为“护国
佑民”。在古代中国，从人变神，必须
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巨大的人格
魅力，二是有口皆碑的丰功伟绩，或者
说必须是一位彪炳青史的英雄，并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三国时期
的名将关羽正是这样一位光耀千秋的
历史人物。关羽承载的道德精神，是

“忠、义、仁、勇”，即对国以忠、待人以
义、处世以仁、任事以勇。“忠、义、仁、
勇”作为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在关羽
身上完美地彰显出来，因此，关羽才会
变为关帝，享配“儒佛道三教并尊”。

◆释称“佛”

在儒、释、道三教中，佛教率先将
关羽请上神坛。

佛教自东汉明帝传入中国以后，
先是在社会上层流行，后来才向全社
会传播。自汉末至魏晋，佛教徒在积
极翻译介绍佛教经典的同时，一直致
力于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然而，尽
管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佛教译经大
师，整理了许多教义教规，但始终没能
形成本土化的佛教宗派。陈隋之际诞
生的天台宗，是中国最早的本土化的
成熟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
以其佛学家的敏感，充分认识到关羽

“显灵”传说对于佛教本土化的意义。
这位在荆州地区出生的高僧，把荆州
人民十分崇敬而又能体现社会政治转
型期时代精神的关羽请进佛门，使关
羽成为佛门护法，突出了天台宗的中
国特色，为佛教的本土化作出了创造
性的贡献。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大抵荆
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
制《九歌》，盖由此也。”关羽悲剧性的
结局，代表了他竭忠尽诚、为国赴难的
形象，而这正是屈原《国殇》中所讴歌
的一种民族精神。于是，智顗便借用
荆州民间对关羽的信仰习俗，对其进
行创造性改造，将关羽作为“显灵”，并
在其助力下修建玉泉寺。从此，关羽
成为“护持佛法”的伽蓝（僧众所居住
之园）神。

在湖北当阳玉泉寺珍珠泉旁，至
今仍有“关公显圣碑”，上书“汉云长显
圣处”六个大字。清朝“嘉庆二十六年
丁丑，傅相阮文达公方制楚阅兵，过此
题额曰：‘最先显圣之地’。”

在玉泉寺大雄宝殿前的庭院内，
露天放置着两口元代大钟，分别铸造
于至大元年和延祐七年。至大元年钟
铭《覆船山景德玉泉禅寺记》，延祐七
年钟铭《荆门州当阳县玉泉景德禅寺
钟铭》，两篇钟铭主要记述了玉泉寺的
兴建，归功于关羽“显灵”，即关羽死后
成为玉泉山山神，当智顗来到之后，山
神受其感动，发大威力，兴风作雨，震
撼山陇，撤其龛位，归瘗玉泉。这个传
说旨在告诉人们，关羽亡灵在智顗的
感召下，成为佛教护法神；又由于关羽

“显灵”，玉泉山才成为智顗弘传佛法
的道场。

继智顗大师之后，又有北宗禅领
袖神秀安奉关羽为玉泉寺伽蓝神的传
说。神秀，唐代高僧。隋朝末年，出家
为僧。50 岁时，赴蕲州东山寺（今湖
北黄梅东北），拜弘忍为师。相传，神
秀未得弘忍法衣，后北上当阳玉泉寺，
安奉关羽为伽蓝神，讲授渐悟法门，名
声大震，是为北宗禅，各地僧俗闻风而
至。武则天闻其盛名，于久视元年遣
使迎至洛阳，后召到长安内道场，礼敬
有加，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
从此，“禅林道院中，有护法神，曰伽
蓝，或当户而立，或拱侍于旁，神不拘
一，而以关帝作伽蓝者，大概十八九”。

关羽护持佛法的说法，在元朝得
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认可，正式敕封
关羽为伽蓝神。宫中做佛事，亦令士
兵抬出关羽神像。此后，关羽又被引
入藏传佛教。佛教寺院争相将关羽作
为本寺伽蓝神，安奉瞻仰。到了明末
清初，又尊关羽为“护国明王佛”，视同
佛菩萨，信众对其焚香叩首，顶礼膜
拜。

◆道称“天尊”

继佛教之后，道教也将关羽请上
神坛。将关羽敕封道教神仙尊号，始
自北宋徽宗赵佶。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
《义勇武安王》有一段大中祥符年间关
羽的传说。关羽为“古代忠烈之士，没
而成神”，徽宗赵佶在崇宁元年敕封关
羽为“忠惠公”之后，紧接着便借用真
宗大中祥符年间的传说，于崇宁三年
敕封关羽为“崇宁至道真君”，给关羽
戴上了一个道教“仙真”尊号。

明嘉靖时成书的道教经卷《三界
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则称关
羽为“三界伏魔大帝”，并提高其神权：

“太上神威，英文雄武，精忠大义，高洁
清廉，协运皇图，德崇演正。掌儒释道
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上司三十
六天星辰云汉，下辖七十二地土垒幽
酆。秉注生功德延寿丹书，执定死罪
过夺命黑籍。考察诸佛诸神，监制群
仙群职。高证妙果，无量度人。至灵
至圣，至上至尊。伏魔大帝，关圣帝
君，大悲大愿，大圣大仁。贞元显应光
昭翊汉灵佑天尊。”

明万历四十二年，明神宗朱翊钧
又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神威远镇天
尊关圣帝君”，从而将关羽由“真君”提
升到“帝君”；同时，敕封关夫人为“九
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关平为“竭忠
王”、关兴为“显忠王”，护卫周仓为“威
灵惠勇公”，立即颁行天下郡县。

清顺治九年，顺治帝爱新觉罗·福
临也进一步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
圣大帝”，又将关羽由“帝君”提升到

“大帝”。为此，道教正一派建在北方
最为宏大的道观——北京东岳庙设立
了伏魔大帝殿。于是，经过明清两代
皇帝的敕封，道教两大宗派——全真
道与正一道便堂而皇之将关帝推向了
道教最高尊神即“天尊”神位。

为了宣扬关帝信仰，道教徒还编
写了许多经忏，如《关帝明圣经》《关圣
帝君觉世真经》《关圣帝君盖天古佛灵
宝心经》《关圣帝君丹凤朝阳宝忏》《太
上忠武关圣帝君护国保民宝忏》《关帝
正朝全集》《关圣大帝返性图辑要实
录》《乾坤正气录》《关圣帝君经训、灵
签、灵签占验》等，在民间广为刻印散
发，以供人们诵念。

◆儒称“圣”

在儒、释、道三教中，儒家最后一
个将关羽奉为武圣，并引领世人对其
虔诚信仰、真诚崇拜。

儒家以孔孟为宗，主张人本主义、
民本主义、天人合一，倡扬的是理性的
人文主义信仰，“不语怪力乱神”。但
是，儒家为什么对关羽却是例外，将其
奉为“武圣”？究其动因，则是关羽身
上所体现的“春秋大义”。

关羽戎马一生，为的是辅佐刘备
匡复汉室。在他的心目中，刘备是汉
室正统继承人。为此，他不留曹营，一
心归汉；又单刀赴会，拒绝孙吴索要荆
州，因为“尺土皆汉有”；兵败被俘后，
宁死不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关羽
以其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一生，诠释
了儒家的“忠义”道德精神。正如一副
楹联所云：“圣学得坚强，仲尼未见之
刚者；正气塞天地，孟子难言此浩然。”
关羽一生践行忠义仁勇，以其大义参
天、神威远震的道德精神，丰富了儒家
的形象。特别是宋明理学兴起以后，
其所宣扬的正统思想，在关羽身上得
到了最好的诠释。再加上元末明初

《三国演义》的问世，罗贯中又以艺术
手段，将关羽进行了儒化塑造，于是一
位知晓《春秋》、熟读《春秋》，得“《春
秋》之微旨意”，以“春秋大义”为终极
追求的儒将关羽，赫然出现在中华大
地。关羽得到儒家的青睐，并迅速成
为儒家的偶像——武圣。

明末清初，在封建国家祀典中，关
羽取代了姜尚从武庙中的配享上升到
中祀，乃至清雍正八年“特旨尊帝庙为
武庙，诏于五月十三日诞期特祀”，并
于清末与历代帝王和文昌帝君比肩而
坐，在封建国家祀典中达到顶峰。于
是，在清代较有规模的关帝庙中，一般
都建有“春秋阁”，阁内塑有一尊左手
捋长须、右手持《春秋》、正在阅读沉思
的关帝塑像，从而成为文人士子的守
护神。

至于何时将关羽誉为“关夫子”，
据《老圃丛谈》说：“关羽而称夫子，奇
闻也。王夫之《识小录》，谓主考本称
举主，万历以后称老师，崇祯末年称夫
子。关羽之称夫子，盖亦自崇祯始
也。”

将关帝称为“文衡圣帝”，出现比
较晚，应在清末民初，至今仍在福建、
台湾等地盛行。 （《中国民族报》）

▲关公铜坐像 （资料图）

□布易

电车围城转可谓清末民初天津城最热
闹的风景，老老少少围观者众。电车售票员
的脖子上戴个小哨或小喇叭，吹哨便是告诉
司机可以开动了。小脚老太太走不快，见车
来了，一边颤颤巍巍地招手追车，一边喊“别
吹，先别吹呀……”售票员和乘客忙着走，连
说：“快点，快点。”这下老太太更慌了，情急
之下便说：“你别催！”如此，天津传下了俏皮
话：“老太太坐电车——你别吹（催）。”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电车票略有涨
价，虽然人们不断抗议，但大多数市民已接
受并习惯了电车为出行带来的便捷。据《天
津租界社会研究》中的统计资料表明：
1909年，天津电车的总乘客人数为675.7万
人，日平均数1.85万人。到了1940年，总乘
客人数猛增至 8183.7 万人，日平均数达
22.42万人。电车在交通生活中的作用可见
一斑。

白牌电车初为单轨，1907 年改为双
轨。次年，天津又开通了黄牌、蓝牌、红牌三
条电车线路。如蓝牌自北大关经北门、东北
角、东南角、中原公司、劝业场到东火车站，
天津人出行愈发便捷。此后，绿牌电车于
1918年通车，花牌电车于1927年通车，如上
六条线路全长21.6公里，运行电车55辆，区
域包括华界与法租界、日租界、意租界、奥租
界、俄租界。如花牌自东北角经东门、东南
角、南市、劝业场至海大道。到了 1947 年，
天津增设由金钢桥到北站的紫牌电车，从此
形成了天津有轨电车的“七彩线路”。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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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电车围城转

□刘心印

九嵕山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境内，1961
年，昭陵被国务院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昭陵陵园周长 60 公里，占地面
积 200 平方公里，共有陪葬墓 180 余座，被
誉为“世界最大的皇家陵园”，是我国帝王陵
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从唐贞
观十年长孙皇后首葬到开元二十九年，昭陵
陵园建设持续了107年，地上地下遗存了大
量的文物。

众多文物中，最为后世瞩目的是“昭陵
六骏”石刻。在李世民开创大唐基业的数次
决定性战役中，他的六匹坐骑立下赫赫战
功，先后战死沙场。为了让它们和自己永远
相伴，唐太宗下令“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
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

20世纪初，鲁迅在西安讲学谈到“昭陵
六骏”时说：“汉人墓前石兽多半是羊、虎、天
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
马，其手法简直是前无古人。”唐太宗将六骏
置于陵前，除了显示自己对六匹战马的深厚
感情、告诫后世子孙大唐创业之艰辛以外，
也有夸耀武功、宣扬国威的意图，毕竟披坚
执锐亲手开创一个盛世的帝王，在中国历史
上也没有几个。

“昭陵六骏”原置于昭陵后山祭坛寝殿
前的白石台基上，后世整修时移至东西两
庑，西侧依次是“飒露紫”“卷毛騧”“白蹄
乌”，东侧则是“特勒骠”“青骓”和“什伐
赤”。这些读起来十分拗口的名字来源于突
厥语，据考证，六骏中至少有四骏属于突厥
马系中的优良品种。而六骏均为三花马鬃、
束尾，这是唐代战马的特征，也是从突厥传
入的习俗。这些来自西域的战马在中原的
土地上参加了一场场惊心动魄、血雨腥风的
鏖战。 （《国家人文历史》）

“昭陵六骏”石刻


